
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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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隔代抚养通常是劳动者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而进行的理性选择。然而在劳动
力市场中，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增加的因果关系以及微观机制尚有待证实。基于“中国企
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的数据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相对
于无隔代抚养的样本，有隔代抚养样本中的劳动力收入显著更高；第二，使用短期工作时间延长
（加班）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晋升）等工具变量分析隔代抚养对收入增加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
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晋升）的渠道作用更强；第三，隔代抚养对非农户口和较高教育水平（大专及
以上学历）的劳动力收入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隔代抚养的确起到了帮助劳动者缓解育儿压
力，使其有机会获得更高劳动力收入的作用，从家庭决策目标的效用最大化和代际支持的角度
看，隔代抚养现象的存在具有一定合理性，这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文化的现
代沿袭。但另一方面，也应清醒认识到隔代抚养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
可行方案，是使用稳定的社会政策与充分的市场服务供给，来替代不稳定的祖辈隔代抚养。从
社会政策方面看，重点是要制定育儿友好型的家庭政策，其关键是制定弹性的劳动就业政策，适
当延长产假，实行男性陪产假制度的全覆盖，鼓励父母积极参与对子女的照料；从市场服务供给
方面看，可以鼓励社区联合社会服务机构，开展面向隔代抚养家庭的适合祖辈与孙辈共同参与
的社区活动，在优化儿童抚养环境的同时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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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口流动的自由度提升，
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者的急剧增加，隔代抚养这
种由祖辈替代父辈的职责来培养第三代的抚育形

式，在我国变得越来越常见。隔代抚养对祖辈和
孙辈都会造成负面影响：隔代抚养有可能促使祖
辈提早退休，减少甚至放弃休闲活动 （何圆，

２０１５），而且隔代抚养会使祖辈的身体状况变坏，
同时会增加祖辈患抑郁症的可能（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Ｌｉｕ，

２０１２）；父母的外出务工会造成家庭抚养构架的更

替，由此产生的隔代抚养现象会对留守儿童学习、
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胡枫和李善同，

２００９；Ｓｃｈｍｅｅｒ，２００９；Ｌｅｅ，２０１１；谭深，２０１１）。
虽然隔代抚养的负面影响始终存在，但近年

来我国隔代抚养家庭的比例仍在不断升高。随着
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
市迁移，隔代抚育这种逆反哺的代际模式也越来
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完全由祖辈照顾儿童的家庭
户占全部家庭户的比重，从１９８２年０．７％上升到

２０１０年２．２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
表明，帮助照看孙辈的中老年人比例在不断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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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１年这一比例为４９％，而到２０１５年已经上
升到了５３％。中国老龄中心２０１５年的调查显示，
在我国０－２岁婴儿之中，主要由祖辈抚育的比例
达到了６０％－７０％，而且在这之中有３０％的婴儿
完完全全交由祖辈来照顾。从国际上看，在西方发
达国家中，劳动力的迁移常伴随着原生家庭结构的
分裂或是新家庭的组建（Ｂｒａｍｌｅ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而我
国城乡劳动力迁移并不必然会造成家庭结构的变化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由此可见，虽然隔代抚养产生
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但在我国这种抚育模式已然
成为了很多家庭无法避免的生活选择。
之所以选择隔代抚养是由于外出打工能够使

收入水平相对提高，让多数家庭的经济和福利状
况得到改善（Ｖｕｌｌｎｅｔａｒｉ　ａｎｄ　Ｋｉｎｇ，２０１０）。随着我
国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少子与独子结构的家庭
不断增加（胡安宁，２０１２）。较为典型的例子是“８０
后”的劳动者，作为家庭的支柱，在追求高质量生
活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照顾子女，因此需要付出
更多时间在工作上以期有足够的收入保持生活质

量（李静等，２０２０）。在加倍工作的同时，抽出足够
的时间来陪伴子女就变得愈发困难，因而不得不
寻求父母的帮助，隔代抚养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无
奈之举。基于这些现实情况，许多家庭选择这种
孩子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抚养的行为，这种抚养
方式有利于忙于工作的父母亲可以在工作中付出

更多的劳动，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得到更高的收
入，同时也能给予祖辈更多物质上的回馈（Ｃｏｘ，

１９８７），以及给儿童成长（包含生理健康）提供更好
的物质支持。既然隔代抚养的抚育模式大量存
在，那么隔代抚养对家庭成员的收入会带来什么
影响？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产生影响的呢？这正是

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隔代抚养通常是劳动者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

入而进行的理性选择，然而在劳动力市场中，隔代
抚养促使收入增加的微观机制尚有待证实，隔代
抚养给劳动者带来额外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是如
何通过短期工作时间延长以及长期人力资本积累

影响工作收入提高，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
拓展：第一，现有文献多选取家庭层面的调查数
据，这些研究多囿于收入数据的收集难度较大，未
能从微观层面实证分析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回

报之间的关系。本文选用了企业数据，从收入层
面实证分析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回报的影响程

度，解决了数据限制的问题；第二，在现有文献对
隔代抚养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时长或晋升机会的研

究基础上，本文以短期工作时长和长期人力资本
积累作为工具变量，就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回
报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隔代

抚养与劳动力收入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
分为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影响的研究设计与基本

事实；第四部分是隔代抚养如何影响劳动力收入的
实证检验；第五部分为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的影
响机制与异质性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二、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隔代抚养的家庭抚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
存在，尽管国内外对隔代抚养的研究卷帙浩繁、不
胜枚举，但多是从代际交换、影响隔代抚养的因
素、隔代抚养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对老年人的影响
等方面展开（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Ｋｏ　ａｎｄ　Ｈａｎｋ，

２０１４；Ｓｐｉｅｋ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ｎｓｌｅｙ，１９９４；Ｅｔｔｎｅｒ，１９９６）。
一方面，一些研究关注了隔代抚养对儿童的影响。
曾迪洋和洪岩璧（２０２０）利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教
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基线调查样本分析发现，虽然
早期隔代抚养对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无显著影

响，但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存在消极效
应。姚植夫和刘奥龙（２０１９）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的数据，发现隔代抚
养对儿童的学业成绩存在明显的消极影响，且不
同时间段隔代抚养类型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存在差

异，“全天候”由祖辈抚养对儿童成绩的负面影响
最强。另一方面，隔代抚养对祖辈的生活质量及
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是研究关注的重点。王伟同和
陈琳 （２０１９）利 用 中 国 健 康 与 养 老 追 踪 调 查
（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三期调查
数据分析发现隔代抚养行为有利于提高中老年人

生活质量，但这种影响会随着抚养强度和中老年
群体年龄的增长而减弱，６５岁以上老年群体并没
有通过隔代抚养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且隔代抚
养留守儿童不利于改善中老年人生活质量。朱涛
（２０２０）依托“角色转换”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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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祖辈个人身份适应、家庭支持和社会政策促进
三个方面共同作用，消除祖辈生活困境。
现有研究认为，隔代抚养可以影响劳动者的

工作行为从而提升家庭收入。祖辈协助子女照顾
孙辈的这种隔代抚养模式，一方面减轻了外出劳
动者抚养孩子的负担，使得其有更多的时间参与
到工作中（Ｃｏｍｐｔｏｎ，２０１３），另一方面使外出劳动
者出于利他动机或是交换动机而给予老人更多的

物质 回 馈 （Ｃｏｘ，１９８７）。Ｚｕｎｉｇａ 和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１９９４）通过对墨西哥留守中老年人的调查发现，
子女外出后可以给予父母更多的金钱回报，这些
回报不仅能够负担农业生产成本，还可以使中老
年人的疾病得到治疗后另有剩余。Ｋｎｏｄｅｌ（２０１０）
等通过对泰国四个村庄的调研发现，子女外出工
作后，大多数留守老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孙娟鹃（２００６）等认为，外出的子女往往会通过对
老人的经济支持来弥补照料缺失。叶敬忠（２００９）
考察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经济

供养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留守老人存在对
外出子女的经济依赖，外出子女是留守老人收入
的供给主体。可以看出，隔代抚养对家庭的劳动
决策和经济收入影响显著，这种抚养模式给劳动
力带来的工资回报会影响劳动力在工作中的行为

选择，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劳
动力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现阶段，经济发展水
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观念的加速演变使隔代抚养

带来的机会成本日益增大。
隔代抚养可能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影响劳动力

收入：一是隔代抚养可以通过增加短期工作时长
提升劳动供给，带来更多的经济回报。年轻父母
可能由于照顾小孩无法通过加班获取更高的工资

回报，而在隔代抚养的家庭中，可以避免作出类似
的劳动决策。Ｃａｒｄｉａ等（２００３）通过建立代际交叠
模型（ＯＬＧ）发现，由隔代抚养产生的代际转移对
于劳动供给和资本存量影响显著。Ｆａｎｔｉ和 Ｇｏｒｉ
（２０１１）在ＯＬＧ模型中发现隔代抚养的行为会影
响年轻父母的劳动供给。Ｒｉｂａｒ（１９９２）基于１９８５
年美国收入调查与项目参与（ＳＩＰＰ）数据，通过构
建抚养小孩和劳动力参与的一般模型，实证研究
发现孩子的抚养成本和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之间

存在很强的负相关关系。Ｃｏｍｐｔｏｎ 和 Ｐｏｌｌａｋ
（２０１４）等的研究也实证发现隔代抚养会显著影响

父母的劳动决策。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等（２００３）利用英国

１９９０年综合家庭调查（ＧＨＳ）的数据，发现随着老
龄化的加剧，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都会承受更大的
工作损失。李代和张春泥（２０１６）的研究发现隔代
抚养可以使劳动者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

作中，通过工资收入的增加来支付留守家庭成员
在农村的教育及养老成本。
二是隔代抚养家庭中的劳动者还可以通过提

高劳动参与率来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获取就
业和晋升机会。劳动者出于照顾家庭的责任，可
能会舍弃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得到晋升的路径，这
不仅会导致其当下的收入下降，还会对以后的职
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隔代抚养可以使劳动者获
得更大的时间灵活性，通过长期人力资本积累，从
而带来长期工资回报。Ｓｈｅｎ等（２０１２）运用２００２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ＣＬＨＬＳ）数据，探
究了家庭结构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发现隔代抚养的家庭通过父母的帮助减轻了女性

家务负担，从而提高了她们的劳动生产率。Ｅｔｔｎｅｒ
（１９９６）使用１９８７年美国收入调查与项目参与数
据，发现照顾老人会显著减少不与老人住在一起
的女性的工作时间，并且照顾老人对女性劳动参
与率的影响要大于男性。Ｍａｕｒｅｒ－Ｆａｚｉｏ（２０１１）基
于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照顾孩子
会降低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蒋承和赵
晓军（２００９）采用工具变量和两部模型方法证实了
照顾家庭 对 劳 动 参 与 率 的 负 向 作 用。Ｓａｎｄｏ
（１９８６）通过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农村
的调查发现，由于当地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农场经
济的不稳定，导致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不得不承担
起照顾孙子女的工作，而外出务工的成年子女在
收入上相较于在农场工作时更具优势。
综上所述，照顾家庭会降低劳动力的时间灵

活性，进而导致工作时长下降和晋升机会的减少。
相较于需要照顾孩子的家庭，隔代抚养可以减少
劳动者抚养孩子的负担，可以增加年轻父母的劳
动参与，通过短期工作时长增加和长期人力资本
积累两种机制影响工资回报。因此，我们提出本
文的研究假设：
假设一，隔代抚养可以提高劳动力收入。
假设二，隔代抚养通过短期工作时间延长（加

班）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晋升）两个渠道提高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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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收入。

三、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研究设计与基本事实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否隔代抚养和劳动力收入的数

据来自由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牵头，香
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三家机构联合
参与的 ２０１６ 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ｕｒｖｅｙ，下 文 简 称

ＣＥＥＳ）。值得说明的是，本次ＣＥＥＳ调查首次大
规模搜集了我国企业员工中隔代抚养的情况，从
而为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影响效应的实证研

究提供一手的微观数据经验支持。

ＣＥＥＳ调查从共计２６个地市中随机抽取不同
规模、不同类型企业作为受访样本。选取中国东
南沿海经济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省份———广东省，
从２１个地级市中抽样１３个（包括１９个区县）进行
调查，这些地级市占广东省制造业总产值的８２％，
劳动力总数的８５％。选取中国中部代表省份———
湖北省从１７个地级市中抽样１３个（包括２０个区
县）调查，占湖北制造业总产值的９２％，劳动力总
数的８９％。两省共回收有效的企业问卷１１２１份、
有效的员工问卷１０８８７份（含广东的追踪样本）。
员工问卷是根据３０％中高层、７０％基层员工的分
层抽样原则，在每家企业抽取了６－１０名员工作为
问卷调查的样本。在员工问卷的问项中不仅包括
员工的工资收入、奖金收入等本文所研究的关键
被解释变量，同时也涵盖了员工受教育程度、性

别、生育状况、工作经验、健康状况等关键人力资
本控制变量，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充足的个人人力
资本特征数据。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隔代抚养对于收入

的影响效应。基于上述基本假设，在现有研究的
基础上，构建了关于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之间
影响效应的基准 ＯＬＳ计量模型。公式（１）计量模
型的选取是基于 Ｍｉｎｃｅｒ半对数收入方程，被解释变
量采用的是月均收入（月均工资与月均奖金收入）的
自然对数，下标代表第ｄ个地区、第ｌ个行业（二维
行业代码）、第ｊ个企业、第ｉ名员工的月均收入，公
式（１）中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隔代抚养（ｓｋｉｐ＿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ｉｓｉｎｇ），是通过ＣＥＥＳ企业问卷中“父
亲、母亲（岳父、岳母）是否帮忙抚养小孩”进行测度，
以此考察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ｉｊｌｄ＝α０＋α１ｓｋｉｐ＿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ｉｓｉｎｇｉｊｌｄ＋
γＺ′＋Ｄｌ＋Ｄｄ ＋εｉｊｌｄ （１）

Ｚ′为一系列控制变量，根据劳动经济学研究
相关文献的一般做法，首先加入 Ｍｉｎｃｅｒ工资决定
方程中的基本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工作经验及其
平方项、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基本特征常用控制
变量。其次控制了所属行业以及所在地区的固定
效应，Ｄｌ、Ｄｄ 分别为所属行业、地区的固定效应，
行业按制造业行业分类标准分为八个细分行业，
将调查企业所在的城市进行编码，作为地区固定
效应使用，εｉｊｌｄ 为随机误差项，对于式（１）的回归能
够直接检验假设１成立与否。各变量的具体统计
定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的定义

变量名 变量名 统计定义

ｉｎｃｏｍｅ 员工月均收入 ２０１５年员工在所在单位月均收入

ｓｋｉｐ＿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ｉｓｉｎｇ＿ｄｕｍｍｙ 是否隔代抚养 父亲、母亲（岳父、岳母）是否帮忙抚养孩子

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ｄｕｍｍｙ 是否加班 ２０１５年在所在单位是否加班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ｄｕｍｍｙ 是否晋升 截至２０１５年在所在单位是否获得职位晋升

ｆｅｍａｌｅ 性别 是否为女性

ｗｏｒｋｉｎｇ＿ｙｅａｒ 工作经验 截至２０１５年在所在单位工作年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受教育年限 截至２０１５年员工受教育年限（根据其全日制学历换算）

ｈｕｋｏｕ 户口 截至２０１５年员工户口是否农业户口

ＳＯＥ＿ｄｕｍｍｙ 是否为国有企业 员工所在企业是否为国有控股

ｏｌｄ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老年人抚养比 员工户籍所在城市中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抚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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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描述性统计
进入实证检验之前，本部分运用“中国企业－劳

动力匹配调查”数据，就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之
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逻辑机制进行初步的统计

分析。
首先，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将员工家庭是否存
在隔代抚养作为分组依据，就隔代抚养对于劳动
力收入的影响效应进行初步的统计分析。图１给
出了基于隔代抚养分组的员工收入的比较结果。
我们发现，与不存在隔代抚养分组的员工收入相
比，隔代抚养分组的员工收入平均高出８％左右，
这初步表明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

图１　是否隔代抚养对员工月均收入（元）的影响效应

数据来源：“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

其次，按照同样的思路，如图２所示，我们发现
加班和晋升会对员工的收入产生影响。在“有加
班”分组和“有晋升”分组的员工中，其月均收入分
别为４６９４．８８元和５６８１．２２元，较“无加班”分组和
“无晋升”分组的月均收入分别高出 ６．３％ 和

４４．３％。这表明加班和晋升对员工收入影响显
著，通过晋升带来的工资回报高于加班带来的工
资回报。综上，隔代抚养很有可能是通过加班和
晋升的传递机制来影响劳动力收入。
为了进一步分析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的

影响效应，本文从“是否加班”和“是否晋升”这两
个具体层面分析作用机制。表２给出了基于隔代
抚养分组的员工在加班和晋升这两个方面的比较

情况。其中在有隔代抚养分组的员工中加班和晋
升的比例分别为６８．３％和４０．２％，较无隔代抚养
分组的员工分别高出７．４％和１５．９％，这初步说明

图２　传递机制对与员工月均收入（元）的作用

数据来源：“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
可以增加其劳动收入，存在隔代抚养的员工更倾
向于加班（更多的空闲时间让其可以选择加班）。
此外，存在隔代抚养的员工可以通过在工作中投
入更多的精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其晋升的机会
也相对较多。为了检验隔代抚养对加班或晋升的
影响程度，本文对隔代抚养的加班员工均值与未
隔代抚养的加班员工均值差，以及隔代抚养的晋
升员工均值和未隔代抚养的晋升员工均值差作独

立样本ｔ检验，从而进一步识别隔代抚养对加班和
晋升有无决定性影响。
结果表明，隔代抚养对加班影响ｔ统计量的观

测值为４．０１７，对应的双尾概率Ｐ值接近于０，由于
概率Ｐ值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表明隔代抚养的
加班员工均值与未隔代抚养的加班员工均值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前者大于后者。同理，隔代抚养
的晋升员工均值和未隔代抚养的晋升员工均值之间

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前者大于后者（参见表３）。
以上统计分析表明：隔代抚养对于现阶段中

国劳动力收入可能具有重要的促进效应，选择工
作时间延长产生的加班，或是人力资本积累带来
的晋升是隔代抚养促进劳动力收入增长的重要影

响渠道。最后，从设定的基准计量模型出发，在表

４中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隔代抚养如何影响劳动力收入：实证检验

（一）主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数据，本文

首先采用简单ＯＬＳ基准回归模型，根据待估方程
（１），就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效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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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是否隔代抚养对员工加班和晋升状况的影响效应

变量名
无隔代抚养组 有隔代抚养组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２０１５年是否加班（０－１） ２７６０　 ０．６３６　 ３１９０　 ０．６８３

在此单位是否获得晋升（０－１） ２７６０　 ０．３４７　 ３１９０　 ０．４０２

　　数据来源：“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

表３　独立样本检验结果

方差方程的Ｌｅｖｅｎｅ检验 均值方程的ｔ检验

Ｆ　 Ｓｉｇ． ｔ　 ｄｆ　 Ｓｉｇ．（双侧） 均差 标准误

加班
假设方差相等 ２．０６３　 ０．００３　 ４．０１７　 ５９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３３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４．０１７　 ５９３５．９９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３３

晋升
假设方差相等 １．１１８９　 ０．２７８　 ２．１１４　 ５９４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５　 ０．５１２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２．１１４　 ５９２８．２６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５　 ０．５１２

表４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员工月均收入 ５９５０　 ４５９６．４３　 ２６３５．６９

是否隔代抚养 ５９５０　 ０．５３６　 ０．４９９

是否加班 ５９５０　 ０．６６１　 ０．４７３

是否晋升 ５９５０　 ０．３７６　 ０．４８５

性别 ５９５０　 ０．５５２　 ０．４９７

工作经验 ５９５０　 ６．７０　 ６．４１

受教育年限 ５９５０　 １１．２６　 ２．９１

户口 ５９５０　 ０．５６９　 ０．４９５

是否为国有企业 ５９５０　 ０．１３５　 ０．３４２

老年人抚养比 ５９５０　 ０．１１０　 ０．０４６

　　注：以上变量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ＣＥＥＳ）数据进行整理。

相关性检验。在表５中显示了两者之间影响效应
的实证检验结果。一方面，研究发现：以员工家庭
是否存在隔代抚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对于员
工月均收入（包括月均工资和奖金）具有显著的正向
效应，估计结果至少在１％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
这表明，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具有稳健的促进
作用。相关性检验显示，员工为了预期更高的收入
回报，隔代抚养或是其获得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工
作的选择。另一方面，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在充分

引入性别、工作经验及其平方项、受教育年限、户
口等因素之后，隔代抚养对员工收入的影响系数
在经济上具有显著性。其他变量充分控制后，两
者之间的影响系数处于０．０６１－０．０９３之间，半对
数回归的点估计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
提下，员工选择隔代抚养（隔代抚养从０到１），其
月均收入水平将提高６．３％－９．７％（＝ｅβ－１）。
这表明，隔代抚养是现阶段企业劳动力增加其收
入的重要选择。因此，假设１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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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是否隔代抚养与员工月均收入的ＯＬＳ回归结果

变量名
（１）

月均收入对数值

（２）
月均收入对数值

（３）
月均收入对数值

（４）
月均收入对数值

是否隔代抚养
０．０９３＊＊＊

（６．８７）
０．０７３＊＊＊

（５．９２）
０．０７０＊＊＊

（５．６１）
０．０６１＊＊＊

（４．９６）

性别
０．２３４＊＊＊

（１９．０３）
０．２３４＊＊＊

（１９．０３）
０．２２９＊＊＊

（１８．６１）

工作经验
０．０２９＊＊＊

（９．９８）
０．０３０＊＊＊

（１０．０４）
０．０２９＊＊＊

（９．８０）

工作经验（平方项） －０．１１７＊＊＊

（－８．５９）
－０．１１５＊＊＊

（－８．４２）
－０．１０４＊＊＊

（－７．２３）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５９＊＊＊

（２７．８９）
０．０６２＊＊＊

（２６．７１）
０．０６０＊＊＊

（２４．９９）

户口
０．０３８＊＊＊

（２．７６）
０．０２４＊

（１．７１）

是否为国企
－０．０６４＊＊＊

（－３．２５）

行业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城市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样本量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０８　 ０．２１７　 ０．２１８　 ０．２３２

　　注：括号内数值是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Ｔ统计量，＊指代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指代５％的显著性水平，＊＊＊指代１％
的显著性水平。

　　（二）稳健性检验

１．工具变量法
通过ＯＬＳ基准回归，我们可以初步作出判断：

隔代抚养能显著提升收入水平。尽管在文中我们
较为客观、准确地测度了劳动力隔代抚养的情况，

也尽量对影响隔代抚养的因素进行了控制，但是，

以ＯＬＳ基准回归的方式，我们只能针对两者之间
的影响效应进行一般的相关性分析，隔代抚养对
劳动力收入的作用可能被低估或者是高估。因
此，基于大样本和稳健地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进行推断的情形下，简单 ＯＬＳ回归的识别方式存
在很多的限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内生
性的产生：其一是反向因果的情况，一个家庭中不
仅是老年人承担的隔代抚养会对子女的收入存在

影响，同样，子女的收入状况也会影响家庭是否需
要隔代抚养的决策；其二则是遗漏变量的问题，在

ＯＬＳ进行估计的过程中，其前提是在加入有限的

控制变量后，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这就
需要我们的计量模型中需要穷尽所有影响隔代抚

养的变量，但是遗漏变量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难
以避免，因此会导致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
间的系数产生低估或是高估。

由于在判定隔代抚养样本的过程中，可能存
在因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从而导致最后构建的模型只可以解释隔代抚养与

劳动力收入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但并不能描述出
它们之间的因果效应，因此，为了减少遗漏变量对
参数估计的干扰以及避免两者之间的反向因果关

系等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通过选择
工具变量的方式解决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之间

的内生性以及选择性偏误的问题，进而识别两者
之间的因果效应。根据选取的工具变量要求，即
选择的工具变量需要与内生变量之间存在相关

性，并且在模型中的第二阶段与随机误差项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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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因此，结合ＣＥＥＳ问卷的问项设计，本文通过
引入劳动力所在城市“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抚养比”
（ｏｌｄ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作为本文隔代抚养的工具变
量。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劳动力所在城市“６０岁以
上老年人抚养比”是一个家庭中形成隔代抚养的
先决条件，在老年人抚养比高的城市中，更有可能
形成隔代抚养的情况，并且这与劳动力收入的关
联较小。因此本文从大样本和稳健的角度出发，
引入该变量作为工具变量，通过工具变量法部分
剥离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之间的内生性，进一
步对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之间的因果效应进行

验证。在公式（１）的基础上，本文对表５中的四个
模型分别进行了ＩＶ估计。
表６给出了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的工具变

量相应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隔代抚养对于劳动
力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规避了内生性

影响的基础上，结果表明：在充分引入性别、人力
资本特征和固定效应后，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
入的影响效应均在至少１％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
正。参数估计的结果表明，相对于“未隔代抚养”
组，“隔代抚养”组员工的月均收入平均要高出

２．２％－３．２％。进一步地，在表６引入所有控制变
量后，Ｆ统计量大于１０，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
设”，Ｈａｎｓｅｎ　Ｊ统计的ｐ值小于０．０１，即对于本文
选择的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而言，模型满足可识
别的因果推断要求。这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
量（城市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抚养比）基本满足计量模
型设定要求。考虑到简单ＯＬＳ单方程回归估计可
能由于未能去除内生性而导致参数低估问题，引
入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表明：隔代抚养对于劳
动力收入具有正向因果效应。

表６　是否隔代抚养与员工月均收入的２ＳＬＳ回归结果

变量名
（１）

月均收入对数值

（２）

月均收入对数值

（３）

月均收入对数值

（４）

月均收入对数值

是否隔代抚养
０．０２２＊＊＊

（６．３３）
０．０２４＊＊＊

（５．７２）
０．０２７＊＊＊

（４．９８）
０．０３２＊＊＊

（３．９１）

一般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行业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４５．８０８　 ３６．３４８　 ２７．０６７　 １６．５３９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Ｕ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２　 ０．９８０　 ０．９７９　 ０．９７３　 ０．９６４

　　注：括号内数值是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Ｔ统计量，在“一般控制变量”中包括性别、工作经验及其平方项、受教育年限

等变量，＊指代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指代１％的显著性水平。

　　２．变量替代法
为进一步检验主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

择小时工资作为收入的替代变量，运用 ＯＬＳ基准
回归模型对是否隔代抚养与劳动力小时工资之间

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检验。如表７所示，是否隔代抚
养与员工小时工资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估计结
果在１％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模型中逐步加入

性别、工作经验及其平方项、受教育年限、户口、是
否为国有企业等控制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
为正。与不选择隔代抚养的员工相比，有隔代抚
养的员工其小时工资将提高６．２％，这一结果与表

５中模型（４）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主回归结果的
稳健性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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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是否隔代抚养与员工小时工资的ＯＬＳ回归结果

变量名
（１）

小时工资对数值

（２）
小时工资对数值

（３）
小时工资对数值

（４）
小时工资对数值

是否隔代抚养
０．０５６＊＊＊

（２．９３）
０．０７８＊＊＊

（３．８３）
０．０８０＊＊＊

（３．９０）
０．０６０＊＊＊

（２．８２）

性别
０．２６１＊＊＊

（１５．１５）
０．２６０＊＊＊

（１５．０３）
０．２５６＊＊＊

（１４．２８）

工作经验
０．０２４＊＊＊

（６．１９）
０．０２５＊＊＊

（６．３５）
０．０２６＊＊＊

（６．６４）

工作经验（平方项） －０．００１＊＊＊

（－５．２２）
－０．００１＊＊＊

（－５．２７）
－０．００１＊＊＊

（－５．６６）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９＊＊＊

（１６．６０）
０．０５０＊＊＊

（１５．５４）
０．０４６＊＊＊

（１３．６７）

户口
－０．０２０
（－１．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７０）

是否为国企
０．０６０＊

（１．７４）

行业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城市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样本量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０２　 ０．２０５　 ０．２０４　 ０．２５１

　　注：括号内数值是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Ｔ统计量，＊指代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指代１％的显著性水平。

　　

五、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的
影响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一）作用机制检验
在前文的回归中我们已经能判断隔代抚养与

劳动力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效应，但是我们
对两者之间作用的原理仍不清晰。参照温忠麟和
叶宝娟（２０１４）的观点，本文通过构建两阶段的中
介效应模型来进一步分析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

入的影响机制。在第一阶段对隔代抚养与相关渠
道之间的影响进行检验，通过检验后进入第二阶
段：验证相关渠道对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入之间
作用的影响。在前文分析中我们已提及，隔代抚
养使得劳动者有更多的时间富余去选择加班进而

提升其收入；隔代抚养使得劳动者有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工作中，进而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职位的晋
升以提升工资水平。按照这个思路，构建了本文

关于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影响渠道的两阶段

模型：

Ｍｉｊｄｔ＝γ０＋γ１ｓｋｉｐ＿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ｉｓｉｎｇｉｊｌｄ ＋
γ２Ｚ′ｉｊｌｄ ＋εｉｊｌｄ （２）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ｉｊｄｔ＝η０＋η１ｓｋｉｐ＿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ｉｓｉｎｇｉｊｌｄ＋

η２Ｍｉｊｌｄ ＋η３Ｚ′ｉｊｌｄ ＋Ｄｌ＋Ｄｄ ＋εｉｊｌｄ （３）
其中，公式（２）、（３）中的Ｍ 为隔代抚养对于劳

动力收入产生作用的影响渠道，在本文中包括是
否加班（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ｄｕｍｍｙ）和是否晋升（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ｄｕｍｍｙ）。上述两式中的控制变量与式（１）中的
均一致。
根据式（２），本文构建了关于隔代抚养对“是

否加班”和“是否晋升”之间关系的ＯＬＳ回归模型。
在表８的列１－４中，显示了隔代抚养对这两个具
体传递机制的估计结果。回归发现：以隔代抚养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均至少在１％的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并且其影响系数为正。这说
明，隔代抚养对于劳动者的加班和晋升状况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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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正向作用。充分引入人力资本相关的变量
和固定效应后，在列２和列４中参数估计的结果中
可进一步看出：隔代抚养对于“是否加班”和“是否
晋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０４６和０．０７０，这说明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相对于“未隔代抚养”

的样本，“隔代抚养”样本中整体加班和晋升的比
例将分别高出４．６％和７．０％。综上初步表明，隔
代抚养会促进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加班）和人力资
本（晋升）的增加。

表８　是否隔代抚养对传递机制的影响效应（第一阶段）

变量名
（１）

是否加班

（２）

是否加班

（３）

是否晋升

（４）

是否晋升

是否隔代抚养（ＯＬＳ）
０．０４８＊＊＊

（３．９０）
０．０４６＊＊＊

（３．６５）
０．０５５＊＊＊

（４．３６）
０．０７０＊＊＊

（５．８８）

一般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行业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样本量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０．１７９

　　注：括号内数值是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Ｔ统计量，在“一般控制变量”中包括性别、工作经验、受教育年限、户口、是否

在省会城市等变量，＊＊＊指代１％的显著性水平。

　　进一步，在表９中显示了隔代抚养与劳动力收
入传递机制检验的第二阶段模型，即在两者之间
基准回归的模型上分别加入上述两个机制的影

响。表９的列１－２为对“是否加班”的传递机制检
验结果，在充分引入固定效应等一系列控制变量
后，回归发现：隔代抚养、“是否加班”对员工收入
均至少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影响系数为
正；在列２的参数估计的结果中，我们发现隔代抚
养与员工收入通过“是否加班”传递的效应为两者

总效应的５．２％（＝０．０４６＊０．０６９／０．０６１）。按照
同样的思路，在列３－４中测算出由“是否晋升”传
导的效应为两者总效应的２４．６％（＝１－０．０４６／

０．０６１）。因此，假设２和假设３得到了进一步支
持。这表明，上述两个因素对隔代抚养与劳动力
收入之间影响产生的传递效应较为明显，并且通
过晋升（人力资本积累）传递的效应明显高于通过
加班（工作时间延长）传递的效应。

表９　是否隔代抚养影响员工月均收入的传递机制（第二阶段）

变量名
（１）

员工工资

（２）

员工工资

（３）

员工工资

（４）

员工工资

是否隔代抚养
０．０９０＊＊＊

（６．６５）
０．０５８＊＊＊

（４．７０）
０．０７３＊＊＊

（５．７５）
０．０４６＊＊＊

（３．７８）

是否加班
０．０６０＊＊＊

（４．２５）
０．０６９＊＊＊

（５．３４）

是否晋升
０．３５１＊＊＊

（２６．６９）
０．２２２＊＊＊

（１６．４３）

一般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行业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样本量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１１　 ０．２３６　 ０．１１４　 ０．２６７

　　注：括号内数值是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Ｔ统计量，在“一般控制变量”中包括性别、工作经验、受教育年限、户口、是否

在省会城市等变量，＊＊＊指代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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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城乡户籍的差异性分析
现有文献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呈现

出典型的二元分割结构，主要表现为地区分割、行
业分割、部门分割、城乡分割等（Ｓｙｌｖ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陈钊等，２００９；余向华，２０１１；蔡昉等，２００１）。
而这些分割方式大多与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着密切

的关系，李骏和顾燕峰（２０１１）认为户籍分割是分
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多元结构的关键因素。因此，
本文按照劳动力的户口类型，将样本进一步划分
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回归结果显示（见表

１０），对于非农户口的员工来说，隔代抚养能够使
其工资提高７．８％，对于农业户口的员工而言这种
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非农和农业户口
的劳动力在两方面存在差异：①是否与孩子同住；

②照顾孩子的能力。一方面，农业户口劳动力一
般属于外来务工人员，孩子大多同在农村的长辈
一起居住，因此他们照顾孩子的压力较小；而对于
非农户口劳动力来说，孩子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住
的，因此具有较大的照顾孩子的压力，所以隔代抚
养对于非农户口劳动力收入的边际影响效应更

大。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差异，
与非农户口劳动力相比，农业户口劳动力更能够

适应边工作边照顾孩子的方式，照顾孩子的时间
成本较小，而非农户口劳动力则需要付出更多原
本用于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因此隔代抚养对于非
农户口劳动力收入能够产生更大的积极效应。

（三）教育程度的差异性分析
进一步，本文根据劳动力学历的差异将样本

划分为大专以下（包括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
中）和大专及以上（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两
部分，探究在不同受教育水平下，隔代抚养对于劳
动力收入影响的差异。回归结果显示（见表１０），
对于大专以下学历的员工，隔代抚养对于收入的
正向影响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对于大专
及以上学历员工在１％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即隔代
抚养对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来说影响更大。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受教育水平高的个体具有更
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收入也较高。与大专以下
学历的劳动力相比，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由
于受教育程度更高，其单位时间内的工资回报更
大，这意味着劳动力通过隔代抚养可以节省出额
外时间用于工作和学习，并转变为更多的工资回
报，同时，也实现了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

表１０　是否隔代抚养影响员工月均收入的差异性分析

变量名
（１）
非农业户口

（２）
农业户口

（３）
大专以下

（４）
大专及以上

是否隔代抚养
０．０７６＊＊

（２．３７）
０．０４４
（１．５３）

０．０４５＊

（１．７７）
０．１３４＊＊＊

（３．０９）

性别
０．２４９＊＊＊

（８．５８）
０．２６２＊＊＊

（１１．６２）
０．２６３＊＊＊

（１２．９４）
０．２６４＊＊＊

（７．０７）

工作经验
０．０２３＊＊＊

（３．７５）
０．０２９＊＊＊

（５．１７）
０．０２３＊＊＊

（５．２４）
０．０３２＊＊＊

（３．４４）

工作经验（平方项） －０．００１＊＊＊

（－３．３２）
－０．００１＊＊＊

（－３．７４）
－０．００１＊＊＊

（－４．２５）
－０．００１＊＊＊

（－２．８１）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６０＊＊＊

（１１．４８）
０．０３４＊＊＊

（７．５５）

户口
－０．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９９＊＊

（２．３９）

是否为国企
０．０４５
（１．０９）

０．０２９
（０．４５）

０．０１７
（０．４０）

０．０７２
（１．３０）

行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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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１）

非农业户口

（２）

农业户口

（３）

大专以下

（４）

大专及以上

城市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２３４３　 ３６０７　 ４３４４　 １６０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７２　 ０．２２２　 ０．１６０　 ０．２１５

　　注：括号内数值是基于稳健标准误计算的Ｔ统计量，＊指代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指代５％的显著性水平，＊＊＊指代１％
的显著性水平。

六、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研究了隔代抚养对劳动力收入回报的作

用及其机制。基于独特的“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
调查”（ＣＥＥＳ）数据，运用ＯＬＳ估计、工具变量法等
识别策略，从实证的角度就隔代抚养对于企业劳
动力收入的促进效应进行了稳健地因果推断，结
果表明，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具有显著的正
向作用，存在隔代抚养情况的劳动力收入较不存
在隔代抚养情况的劳动力收入高出 ６．３％—

９．７％。进一步，从工作数量（时长）与工作质量
（晋升）等维度分析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通过分
别选择“加班”与“晋升”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
应检验模型检验，结果发现：

第一，参与调查的５９５０个劳动力样本中，有

３１９０个样本家庭存在隔代抚养现象，占比超过

５０％；分组统计发现，隔代抚养组比非隔代抚养组
的劳动力收入平均高出８％左右。

第二，对于存在隔代抚养的劳动力样本而言，
“加班”、“晋升”等现象也较为普遍，增加工作时长
（即加班）与提升工作效果（即晋升）是隔代抚养促
进劳动力收入增长的重要作用机制。

第三，“加班”和“晋升”传递的中介效应分别
为５．２％和２４．６％，这表明隔代抚养通过“晋升”传
递的中介效应显著高于通过“加班”传递的中介效
应。由此可见，若家庭通过隔代抚养使劳动力获
得工作质量维度的提升（即晋升），能更多地增加
劳动力的收入回报。本文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隔
代抚养促进劳动力收入回报提升的作用机制。

第四，从户籍的异质性分析来看，隔代抚养对
于非农业户口劳动力的收入能够产生更大的影

响，对农业户口的劳动力产生的影响较弱，即是否

隔代抚养对农民工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受教育水
平的异质性分析来看，隔代抚养对于大专及以上
学历劳动力收入的积极影响更大，对低技能劳动
力的影响较弱。

（二）启示
隔代抚养之所以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中国

式”抚养方式，因其与西方不干涉代际关系的传统
相比，受到了儒家文化中注重家族传承的思想影
响，所以在中国更具有普遍性。改革开放４０多年
来，受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变革的影响，人民的生活
方式和社会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使家族
纽带传统有所弱化，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
利”消失的双重冲击，今天的中国以８０后为代表的
劳动力“主力军”，承担着较为沉重的养老压力和
抚育压力，为使年轻的父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工作上，祖辈不得不有限的、

甚至是“全天候”的隔代抚育儿童，隔代抚养仍然
是当下多数家庭的普遍选择。

正如前文所述，隔代抚养的确起到了帮助劳
动者缓解育儿压力，使其有机会获得更高劳动收
入的作用，从家庭决策目标的效用最大化和代际
支持的角度考虑，隔代抚养现象是具有合理性的。

研究表明，加班和晋升在隔代抚养家庭收入增加
方面具有中介效应，并且隔代抚养能更多促使劳
动力通过晋升机制获得工资收入的提升。对劳动
力个人（即父母）而言，一方面，应该将隔代抚养节
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质
量，以此获得更高的工资回报；另一方面，劳动力
个人除了考虑对家庭经济上的补偿之外，还应该
重视精神上的补偿。尤其在儿童的身心健康与教
育问题上，不能一味的要求祖辈扮演“补位”的角
色，作为父母应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合理安排
工作加班时间，尝试“错峰交替”参与育儿活动，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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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父母在育儿过程中的“双向家庭脱离”，以培养
儿童健全的心智和人格。
对于劳动力所在企业而言，需要其在现行的

法律体制下，一方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权利，
制定加班补贴实施办法，统筹合理安排加班时间。
另一方面，企业需建立科学的晋升机制，确保合理
畅通的人才晋升通道。企业在加速自身转型升级
的过程中，除了对技术研发、机器设备的硬投入之
外，还应关注高技能人力资本的培养与储备。一
是组织和引导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参与企业内
部的专业技能培训；二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和鼓
励低教育水平劳动力参与当地的继续教育项目，
使其逐步完成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人才的转

变，达到晋升要求；此外，企业还可以给予适当的
员工激励，如补充商业保险等（邓悦等，２０１８），完
善企业福利制度。以上措施有助于增强员工的企
业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员工离职率，形成良好的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同时，还能使劳动力从低水
平的超时劳动换取抚养资本的泥潭中解脱出来，
以期改善由于父母抚养缺位造成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隔代抚养也会产生一系列问

题。虽然祖辈对于抚养孙辈，往往视为自己的义
务，有条件的话，一般会义不容辞，但是，许多因素
会使隔代抚养变得不确定，这些因素包括了祖辈
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态度、祖辈的可及性、有无其他
隔代抚养优先选择、代际关系等。第一个因素表

明，隔代抚养需要祖辈保持一定的健康状况，且祖
辈愿意全身心或以协助方式投入；第二个因素表
明，隔代抚养需要祖辈的帮助具有空间上的可及
性，这意味着需要各种条件的协调；第三个因素表
明，祖辈可能需要在多子女中选择优先进行隔代
抚养的对象，名额有限；第四个因素表明，一代二
代关系或一代三代关系的稳定性，会影响祖辈隔
代抚养的决定和机会。可以看到，隔代抚养是否
能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因此具有极大的不确定
性。这种不确定性会对劳动者的收入提升造成影
响，进而可能对劳动者的“二胎”意愿造成影响。
解决的方案是，使用稳定的社会政策与充分的市
场服务供给，替代不稳定的祖辈隔代抚养。从社
会政策方面看，可以制定适合育儿的家庭政策（徐
友龙等，２０１９），促进社区和社会组织提供相关的
服务。一是为随迁老人提供更加便捷的养老和医
疗保险制度转移接续及异地使用等政策（郑佳然，

２０１９），实施老年人最低生活保障等救助制度的转
移接续政策；二是制定弹性的劳动就业政策，适当
延长产假，尤其是男性陪产假，鼓励父母积极参与
对子女的照料。从市场供给方面看，可以推进相
关行业的发展，并通过强有力的监管，推动行业的
有序发展。比如鼓励社区联合社会服务机构，开
展面向隔代抚养家庭的适合祖辈与孙辈共同参与

的社区活动，在优化儿童抚养环境的同时更好地
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考文献］
　　蔡昉、都阳、王美艳，２００１：《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

护》，《经济研究》第１２期。

陈钊、陆 铭、佐 藤 宏，２００９：《谁 进 入 了 高 收 入 行

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经济研究》第

１０期。

杜鹏、丁志宏、李全棉，２００４：《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

守老人的影响》，《人口研究》第６期。

邓悦、王泽宇、宁璐，２０１８：《企业社保投入提升了全要

素生产率吗———来自中国的新证据》，《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第６期。

何圆、王伊攀，２０１５：《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会提前父母

的退休年龄吗？———基于ＣＨＡＲＬＳ数据的实证分析》，《人

口研究》第２期。

胡安宁，２０１５：《倾向值匹配与因果推论：方法论述评》，

《社会学研究》第１期。

胡枫、李善同，２００９：《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教

育的影响———基于５城市农民工调查的实证分析》，《管理

世界》第２期。

蒋承、赵晓军，２００９：《中国老年照料的机会成本研究》，

《管理世界》第１０期。

李代、张春泥，２０１６：《外出还是留守？———农村夫妻外

出安排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第５期。

李骏、顾燕峰，２０１１：《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

层》，《社会学研究》第２期。

李静、吴美玲，２０２０：《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

差异和预测》，《宏观质量研究》第５期。

孙鹃娟，２００６：《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人照

料问题研究》，《人口学刊》第４期。

Ｓｙｌｖｉｅ　Ｄéｍｕｒｇｅｒ等，２００８：《中国经济改革与城镇劳动

力市场分割———不同地区职工工资收入差距的分析》，《中

６５１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２期（总第２８４期）



国人口科学》第２期。

谭深，２０１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中国社会

科学》第１期。

王伟同、陈琳，２０１９：《隔代抚养与中老年人生活质量》，

《经济学动态》第１０期。

王亚章，２０１６：《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基

于隔代抚养机制的考察》，《人口与发展》第３期。

温忠麟、叶宝娟，２０１４：《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

竞争还是替补？》，《心理学报》第５期。

徐友龙、周佳松、凌雁，２０１９：《“中国式隔代抚育”现象

论析》，《浙江社会科学》第１０期。

余向华、陈雪娟、孙蚌珠，２０１１：《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

与部门工资差距问题———基于中国微观家计调查数据的实

证分析》，《中国软科学》第７期。

姚植夫、刘奥龙，２０１９：《隔代抚养对儿童学业成绩的影

响研究》，《人口学刊》第６期。

叶敬忠、贺聪志，２００９：《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

人经济供养的影响研究》，《人口研究》第４期。

曾迪洋、洪岩璧，２０２０：《早期隔代抚养对初中生教育和

健康状况的影响》，《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１期。

郑佳然，２０１９：《代际交换：隔代抚养的实质与挑战》，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１期。

朱涛，２０２０：《“角色转换”：隔代抚养中进城祖辈的角色

困境及消解路径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第４期。

Ｂｒａｍｌｅｙ，Ｇ．，Ｔ．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６，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０（８）：９０７

－９２６．

Ｃａｒｄｉａ，Ｅ．ａｎｄ　Ｓ．Ｎｇ，２００３，“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６（２）：４３１－４５４．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ａｎｄ　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２００３，“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Ｄｏｅ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Ｍａｔｔ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２（５）：７８１－８０３．

Ｃｈｅｎ，Ｆ．， Ｇ． Ｌｉｕ　ａｎｄ　Ｃ． Ａ． Ｍａｉｒ，２０１１，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９０（２）：５７１－５９４．

Ｃｈｅｎ，Ｆ．ａｎｄ　Ｇ．Ｌｉｕ，２０１２，“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６７（１）：９９－１１２．

Ｃｏｍｐｔｏｎ，Ｊ．，２０１３，“Ｆａｍｉｌｙ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１３（２）：３２３－３５８．

Ｃｏｍｐｔｏｎ，Ｊ．ａｎｄ　Ｒ．Ａ．Ｐｏｌｌａｋ，２０１４，“Ｆａｍｉｌｙ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ｓ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７９：７２－９０．

Ｃｏｘ，Ｄ．，１９８７，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９５（３）：５０８

－５４６．

Ｅｔｔｎｅｒ，Ｓ．Ｌ．，１９９６，“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Ｅｌｄｅｒ

Ｃａ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３１（１）：１８９－２０５．

Ｈｅｉｔｍｕｅｌｌｅｒ，Ａ．，２００７，“Ｔｈｅ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ｏｒ　ｔｈｅ　Ｅｇｇ？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ｒ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６（３）：

５３６－５５９．

Ｋｎｏｄｅｌ，Ｊ．ａｎｄ　Ｃ．Ｓａｅｎｇｔｉｅｎｃｈａｉ，２０１０，“Ｒｕｒ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Ｐｌａｃｅ，１３（３）：１９３－２１０．

Ｋｏ，Ｐ．Ｃ．ａｎｄ　Ｋ．Ｈａｎｋ，２０１４，“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ＲＬＳ

ａｎｄ　ＫＬＯＳ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Ｂ：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６９（４）：６４６

－６５１．

Ｌｅｅ，Ｍ．Ｈ．，２０１１，“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４４（２）：１６５

－１８２．

Ｍａｕｒｅｒ－Ｆａｚｉｏ，Ｍ．，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Ｅｌｄｅｒ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２－２００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４６（２）：

２６１－２９４．

Ｒｉｂａｒ，Ｄ．Ｃ．，１９９２，“Ｃｈｉｌｄ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Ｗｏｍｅｎ：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ｍ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７（１）：１３４－１６５．

Ｓａｎｄｏ，Ｒ．Ａ．，１９８６，“Ｄ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ｗ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ｕｔ－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Ｔａｉｗ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１
（２）：１６３－１７５．

Ｓｃｈｍｅｅｒ，Ｋ．，２００９，“Ｆａｔｈｅｒ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Ｄｕｅ　ｔｏ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Ｍｅｘｉｃｏ”，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６９（８）：１２８１－１２８６．

Ｓｈｅｎ，Ｋ．，Ｙ．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Ｐ．Ｙａｎ，２０１２，“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６（５）：１５－２７．

Ｓｐｉｅｋｅｒ，Ｓ．Ｊ．ａｎｄ　Ｌ．Ｂｅｎｓｌｅｙ，１９９４，“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ａｎｔ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３０（１）：１０２－１１１．

Ｖｕｌｌｎｅｔａｒｉ，Ｊ．ａｎｄ　Ｒ．Ｋｉｎｇ，２００８，“‘Ｄｏｅｓ　Ｙｏｕｒ　Ｇｒａｎｎｙ
Ｅａｔ　Ｇｒａｓｓ？’Ｏｎ　Ｍａｓ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ｅ　Ｄ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７５１邓悦　郅若平　王俊苏　隔代抚养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效应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ｌｂａｎｉａ”，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８（２）：

１３９－１７１．

Ｚｈａｎｇ，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ｆｏｒ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Ｂｏｙ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
（１）：６８－８７．

（责任编辑　孟大虎　责任校对　孟大虎　武晓阳）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ｎ　ＬａｂｏｒｓＷａｇｅ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ｕｒｖｅｙ”（ＣＥＥＳ）
ＤＥＮＧ　Ｙｕｅ，ＺＨＩ　Ｒｕｏｐｉｎｇ，ＷＡＮＧ　Ｊｕｎｓｕ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ｈａｓ　ｙｅｔ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Ｃｈｉｎａ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Ｓｕｒｖｅｙ”（ＣＥＥＳ）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ａ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ｔ．Ｓｅｃｏｎｄ，ｕｓ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ｈｏｕｒｓ（ｏｖｅｒｔｉｍｅ　ｗｏｒｋ）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ｈｉｒｄ，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ｈ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ｎ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ｒ　ａｂｏｖｅ）．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ｄｏｅｓ　ｈｅｌｐ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ｃｏｍ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ｓ　ｇｏａ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ｂ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ａ　ｃｈｉｌｄ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ｈｏｓｅ　ｋｅｙ　ｉｓ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ｌａｂｏｒ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ｎｉｔｙ
ｌｅａｖ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ｍａｌ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ｓ　ｆ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ｕｎ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ｒｅａｒ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ｆｏｒ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ｌａｂｏｒ　ｗａｇｅ；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８５１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２期（总第２８４期）


